
用典释义

落其实思其树，饮其
流怀其源。

【讲话原文】

中国有句古语叫“落其实思

其树，饮其流怀其源”。中国发展

得益于国际社会，中国也为全球

发展作出了贡献。中国将继续奉

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将自身

发展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欢迎

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

——习近平 《共同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

内瓦总部的演讲》（2017 年 1 月

18日）

【出处】

正阳和气万类繁，君王道

合天地尊。黎人耕植于义圃，

君子翱翔于礼园。落其实者思

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咎繇

为 谋 不 仁 远 ， 士 会 为 政 群 盗

奔。克宽则昆虫内向，彰信则

殊俗宅心。浮桥有月支抱马，

上苑有乌孙学琴。赤玉则南海

输赆，白环则西山献琛。无劳

凿空于大夏，不待蹶角于蹛林。

——（南北朝） 庾信 《徵调

曲六》

【解读】

庾信 （513年—581年），南

北朝时期文学家。公元 544年，

梁元帝派他出使西魏。在此期

间，梁为西魏所灭，西魏皇帝

非常赏识庾信，他被强留于长

安 ， 永 别 江 南 ， 内 心 很 是 痛

苦。他在长安一直住了将近 30

年 ， 非 常 思 念 故 土 ， 于 是 作

《徵调曲》 六首。《徵调曲》 六

首皆为整齐的七言诗，这是其

中第六首。

徵为古代五音 （宫、商、

角、徵、羽）之一，相当于现在

简谱中的“5（Sol）”。庾信此组

作品以遵守仪式音乐要求为鹄

的，在自觉采用新体的同时，以

文法、赋法为歌，从体式与技巧

两方面更新中国诗歌传统，折射

出中国礼乐制度变革对于诗歌之

影响，实为乐府学史上的重大

事件。

诗中的“落其实者思其树，

饮其流者怀其源”，其意为：吃

到树上结的果实，便想到了结果

实的树；喝到河中的水，便想到

了河水的来源，表达了诗人对故

土的思念之情。下句即成语“饮

水思源”的出处。

（杨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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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作为一名史学家为人所知，其

为人为学所追求的境界更为人叹服。

陈寅恪在 1928 年对陈守实说：“整理

史料，随人观玩，史之能事已毕。文章之

或今或古，或马或班，皆不必计也。”而陈

寅恪学术论著的行文风格，的确是尽可能

详尽地排比史料，所以读者往往认为陈寅

恪的史学研究是史料派。诚然，陈寅恪在

史学研究方法上，在努力为近代史学树立

戒规，建立新的史学研究范式。但是，内

心的士大夫情结，同样也是陈寅恪学术风

格形成的背景之一。所以，他并不认为仅

仅排列或整理史料就是历史研究。他的著

作在大量罗列史料之后的分析和感触，往

往意味深长，有很强烈的个人判断和感

情。陈寅恪的文章，于“牵缠反复”之

中，精辟地解释了历史，也表达了他对历

史和现实的态度。

在其代表作之一 《唐代政治史述论

稿》（分上、中、下三篇） 中，陈寅恪通过

考察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政治革命

及党派分野、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

内政之关系，宏观而又精辟地论述了唐代

政治史上诸多重要问题，梳理了唐代历史

发展变化的轨迹。在中篇 《政治革命及党

派分野》 中，陈寅恪重点论述了牛李党争

的一系列问题。牛李党争是唐代中晚期政

治史上不可忽视的问题，两党分别以牛僧

孺和李德裕为代表，起初因政见不同引起

纷争，而后发展为历经几朝的党派之争，

对唐后期政治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牛

李党争的根本原因众说纷纭，陈寅恪在书

中从社会阶层角度点出了牛李党争的实质

是两晋以来的山东士族与科举产生的新兴

阶层的斗争，识见卓然。值得关注的是，

在探讨深层历史原因之外，陈寅恪还特别

关注牛李党争中的个人命运。

李商隐出自新兴阶级，本应始终属于

牛党，方合当时社会阶级之道德，但与李

党之王氏结婚，以图仕进。李商隐虽有诗

才，仕途却并不顺利。如陈寅恪所言，身

处两党夹缝之中，使得他一生在政治上郁

郁不得志。作者哀叹诗人的凄凉身世，有

感于党争对个人产生的压迫，行文中隐含

着对李商隐怀才不遇的同情和遗憾。

然而其后话锋一转，论及另一出入两

党之间的人物柳仲郢。柳仲郢虽是旧门，

然非山东冠族七姓之一，受牛僧孺之知

奖，自可谓之牛党，然终用家门及本身之

儒素德业，得见谅于尊尚门风家学之山东

旧族李德裕，故能置身牛李恩怨之外，致

位通显，较李商隐之见弃于两党，进退维

谷者，诚相悬远矣。

陈寅恪讨论李、柳二人，均意在证明牛

李党争所造成的社会风气及其对时人的影

响。但仔细分析，又不仅仅在于此。陈寅恪

前论李商隐的身世遭遇，谈及社会风气的压

迫，让人不由得生出感伤之情。想见当时社

会情形，李商隐一生坎坷，很有点世事无

常，个人努力、才华难敌命运的感觉，现

出悲凉之意。而后话锋一转，论及柳仲

郢，讲他在牛李党争中竟能置身恩怨之

外，并为两党接纳，却是有一种柳暗花明

又一村的味道。纵然是世事纷纭，命运无

常，人们对许多事情可能无能为力，但作

者希望表达的是，人生在世，一定有借以

安身立命的支柱，只要自身保存住一些信

念，坚守住一些东西，那么无情的命运和变

幻的时代也不能最终将人打败或玩弄。

陈寅恪对李商隐的经历固然十分同情，

可是他于李商隐之后立即写就柳仲郢一段经

历，却显示出他对李、柳二人的判断。作者

显然认为李商隐若非为求仕进徘徊两党之

间，也不会落到如此下场。而柳仲郢虽在出

身上属于牛党，却因其家风和个人品质为李

党所认同，后来更是在李德裕失势后，仍旧

提携李党成员，终获两党认可，官至高位。

陈寅恪实际上通过这种对比的方式表达了他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读来确有一种“回环往

复之情味”。值得一提的是，李商隐最后所

担任的两任官职，均是柳仲郢安排的，这可

能也是柳仲郢通过自己的方式在表达对李商

隐的同情和理解吧。

陈寅恪专门写李、柳二人，固然想从

个人命运方面表达党争所带来的社会风气

之扭曲，更深层的则是寄托了对现实、对

人生的理解。在陈寅恪所生活着的那一段

岁月中，世事之无常，家国之动荡，恐怕

更胜唐代中后期，个人命运之坎坷也更

甚。陈寅恪在战乱中书稿丢失，后又因眼

疾至几乎失明，但仍笔耕不辍，其著作文

章开创了魏晋隋唐史研究的崭新范式，至

今仍被奉为经典。从他的学术研究取向来

看，陈寅恪放弃研究“塞表殊族之史事”

而回到域内之史，除了受到材料的限制之

外，也是不甘落于国际汉学之后。陈寅恪

不再使用西方汉学家所沿袭的以语言学来

研究历史的方法，而是回到中国历史本身

来开创新的研究道路，是因为他明白，只

有站在本民族立场上对外来治学方法尽力

吸收，才能真正完善自身的治史方法，才

能真正超越西方汉学家。可以说，陈寅恪

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学术成就，正因为

他能够一方面吸收外来之学说，一方面又

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最终才能够达到近

代中国史学的高峰。

同样，陈寅恪对于民族国家，怀有同

样的期待。在西方文化强烈冲击中国一切

传统文化的那个时代，陈寅恪希望整个中

华民族保留一些固有的东西，找到真正的

文化之根，在纷繁复杂的世界形势中保有

自己一席之地。所以，对于全盘西化他一

直持反对态度，坚持中国文化本位。这种

种对人生对学术对文化的态度，其实都在

感叹柳仲郢经历时一句“虽外来之世变纵

极纷歧，而内行之修谨益不可或阙也”表

达了出来，对人生和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有

所坚守，才能从容应对世变之纷繁动荡。

值得回味的是，陈寅恪虽然对李商隐的

做法并不赞赏，可他依旧对在那样的社会风

气中做如此人生选择的诗人报以同情之理

解，并没有去批评和苛责。陈寅恪并没有

非议李商隐，因为知道他已经经历了很多

坎坷，他不忍心责备李商隐。不过通过对

柳仲郢的称赞，读者或许能够感受到，在陈

寅恪的理想中，他希望时人和整个中华民

族，都能够像柳仲郢一般，在人格、民族上

保持独立，这是一种士大夫气节的表现，也

是陈寅恪毕生追求的精神境界。

所以，陈寅恪引用李、柳二人的材

料，绝非是排比史料，或者仅仅去描述党

争对当时个人之影响，而是寄托着深沉的

感情和深刻的用意。他对史料的使用和排

序，都有仔细的思考，读者在阅读当中，

其实已经走入其所理解的历史之中，往深

层去思索，更是可以体会其对历史和现实

的态度。阅读陈寅恪的著作，出入于他所

研究的中古史和他所经历的近代史之间，

获得的除了对历史的识见，还有对人生的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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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同志 30 年的革命生涯，是同中国共产党艰辛

探索革命道路、在理论和实践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伟大进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1940 年任弼时从苏联回

到延安后，开始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之后，

他参与组织和领导全党的整风运动，为全党在统一思想

基础上实现空前团结作出了重大贡献。

让领导作风来一个大大的转变
——读任弼时 《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 有感

□ 叶介甫

1941年 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

会上做了 《改造我们的学习》 的重要

报告，由此拉开了长达 4 年的延安整

风运动的序幕。在这场运动中，作为

中共中央秘书长的任弼时，协助毛泽

东牢牢把握整风运动的正确方向，为

加强党的思想领导，还多次论述转变

党的工作作风这一重大问题。1943年 1

月，任弼时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

作了 《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 长篇演

讲，他提出，“抗战以来，边区的环境

变化了，任务也变化了，而我们的许

多干部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它，还没有

抓紧当前的中心工作，转变我们的领

导作风，却仍然继续采用老一套的办

法，这就需要我们今后来一个大大的

转变”。他还从坚持民主集中制、改进

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开展批评

与自我批评等方面对转变党的工作作

风问题进行了精辟阐述。

坚持民主集中制

延安整风运动在组织领导方面的

特点，是既实行集中指导下的广泛的

民主，又在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的

集中。

任弼时在演讲中指出：“党的组织

是无产阶级各种组织的最高形式……

它有责任并具有一切可能来领导阶级

的和其他一切革命的组织。”“至于在党

内关系上，党是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而组织起来的，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

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党的各个部分

要服从党委，全党服从中央，这个集中

制是我党最重要的一个组织原则，无论

何时都不允许动摇它的。自然，这个集

中制又是与民主联系在一起的。”

接着，他详细列举了离开党的领导

的山头主义、分散主义、无政府主义和

官僚主义等各种不正确的思想倾向，然

后指出，我们必须认识，这些思想上的

分歧，是由于思想方法的错误与阶级立

场的不坚定而产生出来的。假如我们

“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不能

用严正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态度，来彻

底地揭发它、批判它与纠正它，反而采

取自由主义的态度，让它存在，让它发

展下去，那么党的一元化领导就无法建

立，高干会上所决定的许多政策也就无

法执行，无法贯彻到底”。

因此，他要求各个党的组织，党的

干部，要深入到思想领域中去解决问

题，求得党内思想上的一致。

克服官僚主义

为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任弼时还

强调要改进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

批评了那种不善于根据实际情况的变

化去改进工作方式的“老一套”工作

方法，说这是各级领导者感到工作

“棘手”和“办法少”的主要原因。

他提出：“要转变领导方法，建

立新的工作作风，就必需富于创造能

力，发扬干部和党员大胆创造事业的

精神。在一县、一区、一乡工作的同

志，都要学习善于按照当地群众的需

要和可能的条件出发，去独立地创造

事业。”他还强调，我们所反对的独

立性，是指那些想法与党分歧，又不

执行党的政策，不服从党的组织，

“为所欲为”的人。而对于符合党的

政策的创造性，是要发扬的，要使每

个同志有勇于做事的积极性，只要这

件事情是群众需要的，是适合于边区

建设利益的。

在讲演中，他列举了官僚主义的

种种表现，然后提出克服官僚主义的

办法：第一必须正确地决定问题；第

二必须组织正确决定的执行；第三必

须组织对于执行这种决定的情形之审

查。然后就这三点分别详加论述。其

中，他谈到有了工作计划和配备了好

的干部之后，特别要重视审查工作。

如计划是否切合实际，干部配备之是

否恰当，都要在经常的审查中来解

决。根据工作中的经验发出具体的补

充指示，及时地调换这种不恰当的干

部，用称职的恰当的代替他们。他提

出：“第一，我们审查一件工作，不能

单凭它的计划或者是书面报告，而必

须要到工作实际进行的地方去，审查

这些计划的实际执行情况和它的具体

结果。第二，我们在进行审查工作的

时候，不应当是仅仅从上而下的，仅

仅依靠执行机关来进行审查，自然这

种审查也是必要的，但这还不是审查

工作的全部，还必须进行自下而上的

审查。”我们在审查工作中，应当善于

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因为我们的

目的不在于简单地了解工作中的情

况，而在于从了解工作情况中想出改

进工作的办法。

他还说，要培养一种正确的领导

作风与工作作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情，是一种很细致很精巧的工作，是

一种艺术。“而经济建设工作又是很繁

杂的艰苦的工作，就需要我们改去粗

枝大叶的毛病，就需要在领导工作上

更加有计划性、组织性和经常性。”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整风运动是一种自觉的思想改造

运动。思想改造的基本方法是批评和

自我批评。

在充分阐明上面两个问题的基础

上，任弼时还着重提出了发扬民主，

开展自我批评的问题。他认为这是反

对党内自由主义倾向的最重要的办

法。他要求在党内发动所有的党员群

众，在政府系统中发动广大的劳动群

众，大家来进行批评和监督。这种群

众的批评和监督，应当成为我们肃清

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肃清贪污

腐化和反对其他各种不正确的思想倾

向，以及对这些不正确思想倾向采取

自由主义态度的一种重要武器。

在谈到开展自我批评会不会降低

领导机关威信的问题时，他说，正确

的扩大民主，发展自我批评与批评，

不仅不会破坏领导人和领导机关的威

信，不仅不会妨碍工作纪律之执行，

而且恰恰是在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用自

我批评的态度揭发自己工作中的缺点

和错误，并纠正这些错误之后，才能

使工作做得更好，才能巩固领导机关

和领导人的威信。恰恰是应用了批评

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清除了小资产阶

级的散漫性与不负责任的习惯，才能

更加巩固工作纪律和劳动纪律，使每

个工作者成为自觉地遵守纪律的人。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无论是在总

结历史经验、政策探索，还是组织管

理方面，任弼时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表现了他恢宏的气魄、高尚的品格、

深邃的思想。他的著作对于我们今天

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

法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 褚振江

宋人笔记中记述了一个故

事：少年进士问同乡老前辈 ：

“做官有什么秘诀？”老前辈答

曰：“勤谨和缓。”胡适先生当

年讲“治学方法”时，也引用了

这 个 对 话 。 细 细 思 忖 ， 此 言

极是。

勤，指做事尽力，不偷懒取

巧，老实、扎实、踏实。对大多

数人来说，形成天才的决定因素

应该是勤奋。勤，能让人聪明起

来。勤，就要始终保持燕子垒窝

的恒劲、蚂蚁啃骨的韧劲、老牛

爬坡的拼劲。勤，就是青灯黄

卷、秉烛探幽；就是椎心泣血、

精勤不倦；就是不负流年、甘守

清寂；就是书破万卷、路行千

里。读书真事业，磨墨静功夫。

学问高峰的突起，源于知识的培

植和积淀。把功夫下在平常、恒

常上，板凳坐得十年冷，入乎其

内，不舍昼夜，日拱一卒无有

尽，功不唐捐终入海。

谨，是谨言慎行的学术态

度。有谨慎、小心、庄重、恭敬

之意。谨是治学的品格，态度必

须认真负责，思维方法务求科学

缜密，要像鸬鹚深下水，莫学蜻

蜓点水漂。孔子说“执事敬”，

就是教人做一件事要郑重地去

做，不粗心，不苟且。他又说

“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

祭”，都是敬事的意思。谨，就

是细细琢磨，考镜源流。清初，

一代大师顾炎武，当其考究文化

地理之时，常载书籍三车，随时

周游四方，随时寻获与向说不符

之实质证据，或从父老口中获得

矛盾相反的故事 （他的论据材料

多自父老口中收集），就立即在

书上加以校正。所以，谨就是把

事情看得严重、神圣，要慎之又

慎、细之又细、实之又实、严之

又严，一点一滴都不苟且，一字

一笔都不放过。

和，是虚心、不武断、不固

执成见，鉴古开今，气宇宽广。

胡适先生称：“做考据，尤其是

用证据来判断古今事实的真伪、

有无、是非，不能动火气。不但

不正当的火气不能动，就是正义

的火气也动不得。”已知的半径

越长，未知的圆周越大。做学问

要胸怀大千，爱智求真，以不求

名利来保养怡淡之心，以柔退

谦让来调和学界关系。动了肝

火，是非就看不清楚。赫胥黎

说：“科学好像教训我们：你最

好站在事实的面前，像一个小孩

子一样；要愿意抛弃一切先入

的 成 见 ， 要 谦 虚 地 跟 着 事 实

走，不管它带你到什么危险的境

地去。”这就是和。托尔斯泰也

有言 ：“一个人好像是一个分

数，他的实际才能好比分子，他

对自己的估计好比分母，分母越

大则分数的值越小。”

何谓缓？简言之，就是有

理、有据、有责任心。如康德所

说，“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

智”，讲逻辑、有底线，是为有

理；“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

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注意

信息源，不妄加揣测，是为有

据；自由与责任一体两面，对自

己的言行负责，是为有责任心。

缓，就是叫你澄心静观，莫急躁

迫切，不轻易定结论。凡是证据

不充分或不满意的时候，姑且悬

而不断，比照勘正多方资料。

“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兴

味长”，宋代大儒陆九渊的这句

名言，后面接着的两句同样重

要，“未晓不妨权放过，切身须

要急思量”——不明白、说不

清、有疑问的可以先放一放，仔

细思量后再发表意见也不迟。达

尔文有了生物进化的假设以后，

搜集证据，反复验证，花了二十

年工夫，还认为自己的结论没有

到完善的地步，而迟疑不决未公

开。他同朋友通信，曾讨论到生

物的演化是从微细的变异积聚起

来的，但没有急于正式发表。这

就是缓。

有了好习惯，当然就有好的

方法，好的结果。读书治学善于

养成“勤谨和缓”的好习惯，志

于斯且乐于斯，必定有大收成。

勤谨和缓

治学方法


